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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研究
＊

钮　松

摘要：民主德国作为二战后在德国东部废墟上建立的德意志国家，其犹太—以色列政策与联
邦德国极为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不承认民主德国负有赔偿世界犹太人的责
任；长期限制其境内犹太人的权利；长期坚持不承认以色列的原则，并与利比亚、叙利亚和巴解
组织等反以国家和组织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总体特点是 “限犹反
以”，其深层原因在于德国统一社会党僵化的意识形态。德国统一社会党从１９８８年左右开始进行
调整，但 “限犹反以”政策随着１９９０年３月首次自由选举中该党的下台而彻底终结。新的民主德
国民选政府采取了类似于联邦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德国统一后，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
政策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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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德国在战后为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承担起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责任，
不仅积极与以色列建交，建立起因纳粹屠犹而来的德以 “特殊关系”，而且还向全世
界犹太人提供战争赔偿。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
人殉难纪念碑前的下跪，让世界看到了德意志民族对于反犹主义的反思及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决心。然而，这只是德意志民族对于战争责任与犹太政策历史反思的
一部分而非全部。另一个德意志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
和做法，其犹太—以色列政策与联邦德国有着很大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
的方面：不承认民主德国负有赔偿世界犹太人的责任；长期限制境内犹太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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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坚持不承认以色列的原则，并与利比亚、叙利亚和巴解组织等反以国家和组织
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尽管德国统一社会党 （ＳＥＤ）从１９８８年左右开始调整其犹太—
以色列政策，但民主德国的 “限犹反以”政策随着１９９０年３月首次自由选举中该党
的下台而彻底终结，新的民主德国民选政府采取了类似于联邦德国的犹太—以色列
政策。１９９０年１０月，随着德国走向统一之路，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不复
存在。

一、拒绝对世界犹太人的赔偿

二战结束前后，西方与苏联在欧洲和东亚划分了势力范围，在德国则实施了暂
时的分区占领。为主导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推出了 “马歇尔计划”和
“布雷顿森林体系”，招致了苏联的强烈抵制。战后的美苏共治演变为美苏争霸，在
此背景下，分为东西两个部分的德国于１９４９年分别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简称西德和东德。东德政府明确拒绝赔偿受纳粹德国迫害致死或流
亡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及其亲属，这与其唯一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
在二战前后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对世界犹太人的赔偿义务的拒绝态度来自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国史观。

德国统一社会党于１９４６年在苏联占领当局的撮合下，由德国共产党 （ＫＰＤ）苏占区
党组织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ＳＰＤ）苏占区党组织合并而来。苏联在东德占领区的统
治，使新成立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实际上继承了德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斗争目标①。
作为列宁主义革命党，统一社会党的国家观从属于党史观，即将其执政的民主德国
政权视为党的组织和思想的延续，而作为其前身的德国共产党反君主制、反帝国主
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活动及其受迫害的遭遇为其提供了道德制高点。
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１９１８年爆发的十一月革命促成了德国共

产党的诞生。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的德共极力反对魏玛共和国的 “资产阶级”政
府。希特勒一直视布尔什维克为德国一蹶不振的根源，并认为 “犹太人是赤色分
子”，“犹太人是发战争财的人”， “犹太人导致了德国当前的毁灭”②。纳粹党上台
后，德共遭到严厉的打击。纳粹德国当局于１９３３年开始取缔德共并大肆逮捕其成
员。许多德军军官 “接受了将共产主义—犹太人的身份认同视为纳粹意识形态中毫
无疑义且不证自明的信条”③，共产党员和犹太人成为纳粹重点打击的对象。德共在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人数达３０万，是仅次于苏共的第二大共产党，并 “视自己为德国

３７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研究

①

②

③

苏联的撮合只是为了在苏占区建立某种政党联盟，１９４９年联邦德国成立以后，苏联对统一社会党的定
位便完全是共产主义性质。德国统一前，东德社会民主党从统一社会党独立，德国统一后与西德社会
民主党合并。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Ｚａｌａｍｐａｓ，Ａｄｏｌｆ　Ｈｉｔｌ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ｉｃｈ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１９２３－１９３９，Ｏｈｉｏ：
Ｂｏｗｌ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１．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ｚｉ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３９–Ｍａｒｃｈ　１９４２，Ｗｉｎｎｉｐｅｇ：Ｂｉｓｏｎ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７，ｐ．３３９．



抵抗力量的唯一代表”①。意识到彼此都已成为纳粹的打击目标，德共罕见地为 “资
产阶级的”犹太人提供支持。针对纳粹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９日的反犹屠杀，流亡国外的
德共在出版的 《红旗》特刊中指出：“反对屠杀犹太人的斗争是德国人为自由与和平
同国家社会主义独裁者进行的斗争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德国工人阶级站在反
迫害犹太人战斗的最前线”②。
既然自视为纳粹政权的受害者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参与者，自然会认为无需为纳

粹的罪行负责：“东德领导人持有如此立场，即他们的政府没有对居住在他们国家以
外的纳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法律上或道德上的义务”；“共产党人，他们自己被纳粹
起诉与监禁，没有对其他受害者进行赔偿的道德义务”；“东德唯一的道德义务是在
民主德国根除纳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这项义务也已完成”；“认为民主德国控制了
原纳粹德国三分之一领土与财富，并由此认为将有义务对幸存者提供某种方式赔偿
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③。
其次，对世界犹太人的赔偿义务的拒绝态度来自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国家观。

德国统一社会党认为民主德国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并非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纳粹
德国政权崩溃以后德国政权的延续；从阶级属性看，东德应是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
国的继承和发展。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东德开始从谋求德国统一走向谋求分裂
长期化。在东德看来，“希特勒与纳粹的 ‘歧路’是 ‘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西
德的 ‘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继续了德国历史中的这一黑暗族系，而苏占区
（后来的民主德国）的工人和农民与这些毫无关联”④；民主德国的成立是为了反对
纳粹主义和资本主义，“至少在民主德国的早期岁月，其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建立在对能根除资本主义社会病疾的一种新型国家形态的期待上面”⑤。因此，在共
产主义国家观的视野下，东德拒绝承担纳粹德国的战争责任与赔偿义务，反而认为，
用其领土上的原纳粹德国的财富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赔偿苏联的战争损失是理所当

然。据此，苏联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一起对苏占区 “战争罪犯”、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
的财产进行征收，１９４８年，３８４３个工厂被征收，其中６７６个工厂 （含２１３个大企
业）被拆分、运送到苏联⑥。在这一过程中，苏联霸权因素起到主导作用，但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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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祖国”的思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对东德境内犹太人权利的限制

二战后，许多犹太人返回苏占区和东柏林居住，其动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
许多信奉共产主义思想的犹太人和犹太裔德共党员出于对苏联的认同而期望在苏占

区建设社会主义；第二，许多１９３３年以前居住在德国东部的普通犹太人出于对故土
的眷恋而选择在战后回到苏占区的故乡；第三，苏占区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肃清远远
大于西占区，一些愿意回到德国的犹太人因害怕法西斯而来到苏占区。犹太人主要
居住在东柏林、莱比锡、埃尔富特和德累斯顿四座东德城市。
东德犹太教徒的宗教生活长期以来举步维艰。统一社会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及东德建国初期的反犹主义致使许多犹太人逃亡西方，其中也包括东柏林犹太社区
主席，此时 “里克大街犹太会堂成为东德唯一提供服务的会堂，尽管其极少达到
‘十名男子的法定人数’的标准”①。８０年代末以前，东德为犹太会堂的运作也提供
了一定的资金援助，但数量有限，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东德犹太教徒陆续迁居西方
国家和以色列，东德犹太人数锐减，犹太会堂也难以正常运作。里克大街犹太会堂
自１９４５年７月起由拉比马丁·瑞森伯格主持直至１９６５年去世，匈牙利籍拉比厄顿
·辛格当年接任直至１９６９年返国，此后近二十年东柏林没有了拉比。直到１９８７年
９月，统一社会党为发展对美关系而为东柏林犹太社区物色了美籍拉比伊萨克·纽
曼，但他八个月后便不得不离开东德。东德的政治环境导致许多犹太人不愿公开皈
依犹太教，“截至１９８８年，有大约４０００名东德人是犹太后裔，但仅有３８０个是在民
主德国八个犹太社区注册的犹太人”，“他们中的一半居住在东柏林，该社区由大约
１８０人组成，其中１００人超过６５岁”②。东德采取了限制与利用的双重手段，其 “对
犹太宗教团体的政策是暧昧的”，“一方面，任何宗教团体成员的身份将对职业发展
带来严重阻碍”，“另一方面，民主德国不想犹太团体彻底绝迹”③。
对犹太人的限制和排斥还明显地体现在文化方面。在东德官方的话语中，德国犹

太人的存在及纳粹屠犹的事实被极力淡化。在社会主义和无神论的东德，犹太人要么
逃离，要么生活在犹太社区的小圈子里，而更多的人则融入主流的政治文化之中，其
犹太属性往往被掩盖，他们与普通的德意志人并无差别。犹太会堂凋敝，神职人员流
失，宗教学校被禁，犹太文化的传承在东德遭遇巨大困境。截至８０年代，被官方承认

５７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研究

①

②

③

“Ｓｙｎａｇｏｇｕｅ　Ｒｙｋｅｓｔｒａｓｓｅ　５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ｅｒｌｉｎ－ｊｕｅｄｉｓｃｈ．ｄｅ／ｊｅｗｉｓｈ－ｂｅｒｌｉｎ／ｉｎｆｏ－ｓｙｎａｇ－
ｒｙｋｅｓｔｒ．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１－０８－１３．
Ｍａｒｉｏｎ　Ｋａｐｌａｎ， “Ｗｈａｔ　Ｉ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Ｊｅｗ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Ｇｅｒｍａｎｙ？”，ｉｎ　Ｓａｎｄｅｒ　Ｇｉｌｍａｎ，
Ｋａｒｅｎ　Ｒｅｍｍｌｅｒ（ｅｄｓ．），Ｒ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８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９４．１
Ｗｉｌｍａ　Ｌｇｇｅｒｓ／Ｇｅｏｒｇ　Ｌｇｇｅｒｓ，Ｔｗｏ　Ｌｉｖｅｓ　ｉ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ｉｍｅｓ：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Ｏｘｆｏｒｄ　＆ＮＹ：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６，ｐ．１６２．



的犹太人数量稀少且步入老龄化，因而难以 “保持和培育他们的犹太传统”①。东德犹
太人自８０年代初开始越发对犹太文化及其历史产生兴趣，尤其是东柏林犹太人
１９８４年开始谈论重建犹太会堂的问题，但直至１９８８年才得到政府的正面回应②。不
仅如此，东德的二战史研究的主线是凸显德共对抗法西斯的英勇行为，而对纳粹对
犹太人的 “大屠杀”与 “最后解决”轻描淡写；“在东德，对犹太种族灭绝的记忆被
埋葬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辞藻之下”③。东德教科书直至８０年代才写明６００万犹
太人被屠杀的事实，关注这一史实的主要限于文学与艺术领域④。
东德的对犹政策几乎完全受苏联左右。斯大林先是支持以色列建国，之后很快

将其视作 “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于是斯大林反犹主义为实质的反锡安主义成
为党内斗争的工具。斯大林强迫东欧许多国家揭发 “锡安主义代言人”，并在捷
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进行了所谓的审判。许多民主德国犹太教人士只得对此
暂时保持中立，许多犹太裔党员失去了在统一社会党内的职位。斯大林１９５３年
去世后，东德认识到反法西斯主义是其建国合法性的根本来源，此后为犹太人提供
了许多经济援助，民主德国事实上反对 “反犹主义”而坚持 “反锡安主义”⑤。正如
保罗·欧多赫提所言：“民主德国，他们至少与犹太属性极少有关或毫无关联，假如
针对恰巧是犹太出身的被告提出麻木不仁的额外要价的话， ‘锡安主义’是 ‘方便
的’。”⑥ 统一社会党在党内反锡安主义斗争主要针对党内犹太人，但影响也波及到
党外的犹太人，１９５３年初，６００余名民主德国犹太人在六周内逃亡西方⑦。尽管党
内斗争告一段落，但是民主德国对于犹太人的复杂态度导致了其一面对犹太人提供
一些特别的经济援助；另一面，却长期限制犹太人的正常权利，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末期才有所松动。
统一社会党对犹政策的变化，还同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以及对犹太民族的

阶级属性的认识有关。二战前，一些德国锡安主义领导人试图借纳粹德国的排犹浪
潮来促使犹太人离开欧洲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双方３０年代便开始了秘密合作。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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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锡安主义而言，正统犹太教的激烈反对以及普通德国犹太人对于德国的忠诚是
犹太复国最主要的两大障碍，锡安主义与纳粹德国在驱逐犹太人问题上目的一致，
锡安主义事实上默许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不仅如此，“锡安主义官僚极力攻击德
共”，“在德国正如像在意大利那样：锡安主义领导层需要政权对锡安主义的支持并
抵制共产主义”①。随着纳粹德国不断在欧洲扩张，其铁蹄下的犹太人越来越多；
１９４１年６月苏德战争和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巴勒斯坦英国委任统治当
局大力限制犹太人移居以及德国拉拢阿拉伯人的战略需要；纳粹德国无力驱逐数千
万犹太人等原因，１９４２年１月决定对犹太人实施 “最后解决”，锡安主义与纳粹的
合作才告中断。
在统一社会党看来，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纳粹德国合作及反共是锡安主义资产阶

级性的表现。民主德国犹太人原多为商人和知识精英，即使在历经社会主义改造之
后，统一社会党出于其意识形态仍将犹太人与资产阶级挂钩。这种将具体民族与具
体阶级捆绑的思想在民主德国有着极大的合理性，如民主德国自诩为 “社会主义德
意志民族”的代表，而联邦德国则是 “资本主义德意志民族”的代表，这是其 “两
个民族、两个国家”理论的核心。由于以上原因，民主德国对于境内犹太人各种权
利的限制措施便显得合情合理。

三、不承认以色列，支持巴解组织

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斯大林曾支持以色列建国：“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国家将撕
裂英国人试图建立的穆斯林阿拉伯国家集团，也将剥夺英国人在海法的良港和内盖
夫沙漠的基地。”②。１９４８年５月以色列国的建立引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斯大林通
过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支持。但以色列建国以及苏以建交引发的苏联犹
太人的热情使斯大林不快，许多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意愿也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
开始将目光投向阿拉伯国家并最终于１９５３年初与以色列断交。东德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
建立时，斯大林对以色列的态度已出现逆转，东德遂对以色列采取敌视态度，认为
西德和以色列都是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国家，与以色列的对抗被视作反法西斯战斗的
延续，反法西斯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从逻辑上没有相互承认与合作的基础；相应地，
另一方面，拒绝承认以色列，支持中东反以力量就成为东德政府的政策主线。
东德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便在阿以冲突中偏向阿拉伯一方，在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

运河战争中谴责了以色列。随着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获得了巴勒斯坦的所有
领土，东德便将以色列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以色列被民主德国媒体指控其在占领

７７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研究

①

②

Ｃｒｏｏｍ　Ｈｅｌｍ，Ｚｉｏ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Ｈｉｌｌ　＆Ｃｏ，１９８３，ｐ．５４．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Ｓｏｖｉｅｔ　Ｊｅｗｒｙ　ａｓ　Ａ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Ｓｏｖｉｅｔ－Ｉｓｒａｅｌ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ｅｄ．），
Ｓｏｖｉｅｔ　Ｊｅｗ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６４．



领土内组织系统的种族灭绝，其士兵被比作利迪泽和奥拉杜尔的 ‘法西斯虐害
者’”①。不仅如此，东德政府还在实际上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为。当时的巴解
组织是１９７２年５月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际机场实施恐怖袭击的 “日本赤军”的盟
友，双方在１９７０年３月开始建立合作。许多日本赤军成员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营地
受训，这里成为日本赤军实施恐怖袭击的基地②。还有，在苏联的支持下，一些库
尔德、巴勒斯坦武装团体、日本赤军成员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伊拉克成立的 “灰狼”
组织结成松散的合作网络，而一些 “灰狼”成员在苏联设立在黎巴嫩、保加利亚和
东德的秘密营地受训③。“尽管民主德国将其自身与恐怖主义行为保持距离，但其从
道德与物质上对巴解组织的支持事实上支持了巴勒斯坦在中东的恐怖主义”④。巴解
中的 “黑九月”组织于１９７２年９月在慕尼黑奥运村绑架并杀害了１１名以色列运动
员的恐怖活动震惊世界，而巴解组织于１９７３年８月在东德设立了在东欧的首个办事
处。该办事处于１９８０年升格为大使馆。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民主德国加强了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和叙利亚复兴社会党等
泛社会主义政权及南也门共产党政权的联系。利比亚、叙利亚和巴解组织虽然与南
也门意识形态存在本质的不同，但都具有阿拉伯民族属性，因此它们在反以斗争上
有合作基础，而民主德国将巴勒斯坦的反以斗争视作是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
支持。１９７５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３３７９号决议将锡安主义与种族主义划上等号，
民主德国投了赞成票。民主德国还谴责了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媾和，称这是 “帝国
主义的单独媾和”。１９８２年６月，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彻底摧毁巴解组织
在南黎巴嫩的营地并将其驱逐至摩洛哥，以色列国防军在这场战争中缴获大量巴解
组织多年来与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苏东集团间各种合约与活动的纸本材料⑤。

四、简短的总结

德国统一社会党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为己任，在其看来，
纳粹德国和联邦德国都是资本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东德从意识形态上便认为纳粹
屠犹并非纳粹德国的主要罪恶，罪恶的根源是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的帝国主义战争，
对犹太人大屠杀不过是同属资产阶级的锡安主义和纳粹德国相互利用所带来的恶果。
这就不难理解东德在其境内数十年的二战史教育中省略纳粹屠犹这一重要史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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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犹太宗教团体、普通犹太公民的权利长期受到的限制。统一社会党宣称联
邦德国是纳粹德国的政权继承者，从而在东德境内没收资产阶级以赔偿苏联战争损
失，同时却拒不承认有赔偿世界犹太人的义务。这项政策的后果是，民主德国政权
合法性的来源极大受损，其拒绝赔偿义务的行为招致了各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反对。
在冷战背景下，东德大力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在中东地区的矛头必然
指向阿拉伯世界的敌人以色列。“限犹反以”是民主德国长期的犹太—以色列政策的
写照。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以后，冷战局势出现

缓和，东德积压数十年的内部矛盾开始爆发。在苏联逐步从东德抽身以及联邦德国
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对照之下，东德不得不尝试打破长期僵硬的意识形态的束缚，
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而维护 “两个德国”并立局面的长期存在。东德连接西方
的主要纽带是犹太人。东德政府明白美国犹太院外集团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试图
通过在美国的 “世界犹太人大会”来促进与美国的关系。民主德国还主动与 “犹太
人追讨委员会”接触，并就赔偿责任与义务等问题交换意见，但其只愿意在 “财政
援助”的名义下给予犹太人以补偿而非战争赔偿。由于美以特殊关系以及以色列的
犹太政策，民主德国不得不微调对以关系。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８至１０日，东德借纪念纳
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 “水晶之夜”５０周年之际，首次邀请美国和以色列的犹太人出
席；１１月１０日，旨在保存东德犹太文化的 “犹太中心”落成，统一社会党总书记
昂纳克还提出要重建东柏林最大的犹太会堂。这些举措都是为了缓和民主德国与犹
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１９８９年初，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邀请民主德国宗教事务部和
外交部的三名官员访问以色列，并与以色列官员进行了非正式交谈。德国统一社会
党政治局于１９８９年３月认为：“基于以色列解决中东冲突的立场，民主德国应采取
步骤向建立外交关系迈进。”① １９９０年１月，东德与以色列在哥本哈根进行了谈判，
但无实质性进展。以色列从始至终的前提条件是东德必须承担战争责任并赔偿纳粹
受害者。
柏林墙倒塌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更关注东德是否能继续存在，它不断向世界

犹太人大会和以色列渲染，一个统一的德国对犹太人会是一种威胁。尽管统一社会
党和犹太人两者确实都不希望看到德国统一，但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东德民众的意
愿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审时度势导致了德国统一的不可逆转。１９９０年３月自由选
举后成立的新政府承认了民主德国赔偿纳粹受害者的责任，但对以建交也显得毫无
意义了，其境内犹太人的权利和境遇改善连同其他问题一道留给了统一后的联邦德
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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